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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保护影响了企业经营绩效吗? 

——来自我国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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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据最低工资数据与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研究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

制。研究表明：最低工资标准上升提升了企业经营绩效，而且在竞争程度高的行业、民营企业、小规模企业最低工

资标准上升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显示：一方面，最低工资标准上升会倒逼企业增加科研投

入，用技术替代劳动，提升企业经营绩效；另一方面，会产生效率工资效应，提高企业经营效率，提升企业经营绩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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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加强劳动保护，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形成劳动者与企业共赢的和谐雇佣关系，是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点，也是社会安定、

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基础。缺少政府监管的劳动力市场往往会出现无效率和不公平问题，因此，为了维护劳动者取得合法

权益，保障劳动者的生活水平，许多国家都实施最低工资政策。2003 年 12 月我国出台了《最低工资规定》,并于次年在全国范

围内正式实施最低劳动报酬制度。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可以保障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促进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1]。然而，近

年来随着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很多人担心最低工资的快速调整会增加企业的负担，降低企业的经营绩效，最终影响就业。

以上海市为例，2010 年最低工资标准为 1120 元/月，到 2019 年已增加至 2480 元/月，上涨了 121%1。因此，厘清最低工资标准

调整对经济的影响尤其是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对于正确认识我国劳动政策的实践效果，对于不断完善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

局，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属于劳动保护因素对企业微观行为影响这一新兴热点问题。虽然已有研究表明，

劳动保护加强会对企业的生产成本与经营状况产生影响，但是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并没有取得一致。一种观点认为，实施劳

动保护政策会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产生不利的负向影响：有学者以工会化程度作为劳动保护的衡量指标研究发现，工会的存在

会提高企业股权融资成本，并降低企业经营弹性[2];以私营企业员工的集体谈判权作为劳动保护的衡量指标研究发现，劳动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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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提高股东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代理成本，从而降低企业并购绩效[3]。以我国 2008 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作为劳动保护的衡

量指标研究发现，劳动保护的加强会降低企业投资效率，并且其降低作用主要表现在企业投资不足[4],劳动保护的加强会弱化高

学历员工的创新水平
[5]
。以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作为劳动保护的衡量指标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上升不利于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

[6];设定最低工资标准属于政府人为干预就业市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势必抬升企业生产成本、降低企业盈利水平[7,8]。另外一

种观点认为，劳动保护政策的实施会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产生正向影响，即能促进企业创新及其研发投资[9];以我国 2008 年《劳

动合同法》实施作为劳动保护的衡量指标研究发现，劳动保护可迫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从而使企业的整体创新水平得到提升
[10],劳动保护可促进较高劳动密集度行业企业的生产率[11]。以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作为劳动保护的衡量指标研究发现，提高最低工

资标准会迫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12,13],引进新技术和新设备，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13];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可以影响企业出口行为和

产生人力资本激励效应，促进效率提升，降低经济波动[14]。 

从理论上讲，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效果是不确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上升会直接提高企业的人力成本，

进而降低其经营绩效。但是，最低工资标准上升往往也会产生倒逼机制，迫使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抵消最低工资标准上升所带来

的人力成本增加，从而最终改善其经营绩效。在经验研究方面，我国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对企业绩效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

间的作用机制是什么，目前还缺乏相应的实证检验。鉴于此，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手工收集全国 234 个地级市 2004-

2016 年最低工资标准数据
2
,从微观企业层面实证检验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以往关于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

经济效应研究更多关注其对企业出口、劳动供给、劳动收入以及劳动生产率等方面的影响，本文则聚焦于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对企

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同时，检验最低工资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机制，并进一步从行业竞争程度、企业性质和企业规模角度研究最

低工资标准调整对异质性企业的不同影响，以期丰富和拓展最低工资标准问题的研究；就数据质量而言，本文在实证检验最低工

资标准调整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中，采用的是手工收集的地级市最低工资标准数据，相比于已有研究所使用的省级层面数据，

其结论噪声更小，可靠程度更高，从而使公众更加理性地看待最低工资调整的经济影响，可为劳动力市场的政策调整与制定提供

参考依据。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在理想状态下，市场不存在摩擦，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企业则自发遵循利润最大化原则，自主决定最优的劳动力雇佣规模

及工资水平，即企业会根据劳动力边际产出的高低来决定其最优的工资水平以及相应的雇佣规模。然而，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并

不完美，存在许多摩擦，出于扩大利润和节省成本的动机，企业很有可能做出一些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尤其是当员工相

对于企业处于不利地位时。在缺乏政府有效监管的劳动力市场，员工工资水平过低、社会保险缺失、被针对性歧视以及被随意解

雇等不公平和无效率情况十分常见[15]。为了改善劳动力市场运行，以保护劳动者正当权益，最低工资政策就是劳动保护的核心举

措之一。已有相关研究认为最低工资标准上升对企业经营绩效具有提升作用，也具有抑制作用。 

最低工资标准上升对企业经营绩效具有提升作用，这种观点背后的理论是“技术替代效应”,即当最低工资标准上升导致用

工成本增加时，企业会选择增加科研投入、更新生产设备，用技术替代劳动，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从而降低最低工资标准上升对

企业经营绩效的负向影响。从企业内部来讲，面对最低工资标准上升导致的低技术劳动者用工成本增加时，企业可能会选择用高

技术劳动者替换低技术劳动者，增加科研投入，更新生产设备，以提高劳动生产率[16],从而提升企业经营绩效。另外，最低工资

标准上升存在着正向的溢出效应，即最低工资标准上升对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也有着提升作用[17],这会导致企业整体用工成本大

幅度提高，进而产生更大的倒逼机制，促使企业采用新技术，提升企业经营绩效。一些研究也证实了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对企业的

技术创新产生正向影响
[18,19]

。最低工资标准上升能够提升企业经营绩效的另一个理论依据是效率工资理论。效率工资理论认为，

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和其生产效率之间成正向相关关系。例如，较高的工资水平能够激励员工更加努力地工作，从而提升劳动生产

效率。较高的工资水平不仅提升了员工的收入水平，也会激励他们接受教育与技能培训，从而提升劳动生产效率。最低工资标准

上升具有类似效率工资的作用[12],其存在的正向溢出效应会促使企业员工更加努力工作，提高企业经营效率，进而提升企业经营

绩效。另外，最低工资标准上升也提高了企业员工不努力工作的机会成本，促使他们主动接受教育与技能培训，强化自身技能，

降低失业风险，提高企业经营效率，进而提升企业经营绩效
[20,21,22]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 1。 



 

 3 

假设 1最低工资标准上升会提升企业经营绩效。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企业用工成本相应提升。理论上讲，企业可以采用提高生产经营技术来替代人力。但是，实际操作中是

比较复杂的，会受诸多因素制约[23]。因此，最低工资标准上升不一定会倒逼企业加大科技创新；相反，可能会挤占科研投入，对

企业的科技创新行为产生不利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最低工资标准上升所带来的人力成本增加会降低企业利润，而

利润的下降自然就会降低企业对研发的投入。又由于科技创新具有高风险，易被效仿，尤其是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尚未健全的情

形下，创新成果容易被其他企业模仿与抄袭，降低了创新的收益，这使得企业缺乏创新的动力，因此，在企业利润被最低工资标

准上升所挤压时，企业往往会选择降低创新投入[6,24]。另外，虽然最低工资制度保护了低技能劳动者的收入，但它往往也会产生

不利的就业效应，导致低技能劳动者失业率增加[25]。企业的经营效率与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有关，良好的经营效率需要低技

能劳动者和高技能劳动者二者合理搭配。因此，最低工资标准上升引起的低技能劳动者失业会导致企业内部资源出现错配，即高

技能劳动者与低技能劳动者比例出现失衡，这不利于企业经营效率的提升。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设 2。 

假设 2最低工资标准上升会降低企业经营绩效。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 

选取 2004-2016 年我国沪深 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其中，剔除了金融类、PT类、ST类、*ST 类与部分核心数据

缺失严重的上市公司。同时，为降低样本极端值对实证研究结果的干扰，对所有变量进行了 1%和 99%百分位上的缩尾处理。最终

样本空间为 22741个观测值。本文最低工资标准数据均系手工收集，来源于各地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政府官方网站；其他数据

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1.模型构建。 

为检验劳动保护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构造以下面板数据模型： 

 

其中，ROAi,t/ROEi,t为企业经营绩效的两个度量指标，Wagei,t为最低工资标准的自然对数，Xi,t代表影响企业绩效的一系列控

制变量，i、t分别表示企业和年度，YEAR 和 INDUS 分别为年份固定效应及行业固定效应，εi,t为残差项。 

2.变量说明。 

(1)企业经营绩效。一般采用总资产收益率(ROA)与净资产收益率(ROE)两个财务指标加以度量[26]。ROA 以企业净利润对总资

产的比值来反映，ROE 以企业净利润对净资产的比值来反映。(2)劳动保护。相关研究一般采用全国各地最低工资调整数据来度

量劳动保护[8]。本文采用地级市层面颁布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数据来度量企业的劳动保护，数据噪声更小。此外，考虑到异方差

因素，对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数据取自然对数。(3)控制变量。借鉴相关研究[26,27],在多元回归模型中加入了其他影响企业绩效的因

素，包括企业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经营活动现金流(CFO)、固定资产占比(PP)、成长能力(Growth)、第一大股东持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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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Share1)、股权制衡水平(Share2)以及企业年龄(Age)。此外，还加入了年份固定效应以及行业固定效应，以控制其对回归结

果的影响。各变量的具体解释见表 1。 

表 1变量定义与度量 

变量 符号 度量标准 

总资产收益率 ROA 采用企业净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进行度量 

净资产收益率 ROE 采用企业净利润与净资产的比值进行度量 

最低工资标准 Wage 采用最低工资标准数据的自然对数进行度量 

企业规模 Size 采用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进行度量 

财务杠杆 Lev 采用企业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进行度量 

经营活动现金流 CFO 采用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总资产的比值进行度量 

固定资产占比 PP 采用企业固定资产净额占总资产的比值进行度量 

成长能力 Growth 采用企业营业收入的年度增长率进行度量 

大股东持股比例 Share1 采用第一大股东持股占总股本的比例进行度量 

股权制衡水平 Share2 采用企业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数占总股本的比例度量 

企业年龄 Age 采用企业成立年限取自然对数进行度量 

年度因素 YEAR 样本年度区间为 2004-2016年，共包括 13个年度，取 12个哑变量 

行业因素 INDUS 根据证监会 2012 年行业分类指引，本文共涉及 17个行业，取16个哑变量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 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度量企业绩效的两个指标 ROA、ROE,均值分别为 0.037、0.061,中位数分别

为 0.035 和 0.070,两者在数值上大体相当，这保证了被解释变量的分布接近正态性。作为解释变量的最低工资标准(Wage),其自

然对数的均值、最大值和最小值依次为 6.854、7.616 和 5.740,表明我国不同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依然存在较大差异，这契合了

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明显不平衡的现实国情。 

表 2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p25 p50 p75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ROA 22741 0.037 0.012 0.035 0.067 0.065 -0.235 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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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E 22741 0.061 0.025 0.070 0.122 0.159 -0.861 0.493 

Wage 22741 6.854 6.497 6.949 7.239 0.468 5.740 7.616 

Size 22741 21.660 20.790 21.520 22.360 1.253 18.790 25.400 

Lev 22741 0.473 0.302 0.471 0.628 0.230 0.047 1.345 

PP 22741 0.252 0.111 0.218 0.363 0.179 0.002 0.751 

CFO 22741 0.036 -0.005 0.031 0.078 0.081 -0.229 0.294 

Growth 22741 2.942 -0.061 0.114 0.353 19.400 -0.998 174.900 

Share1 22741 36.310 24.050 34.060 47.600 15.350 9.339 75.460 

Share2 22741 16.710 6.960 14.640 24.660 11.640 0 62.260 

Age 22741 2.107 1.609 2.303 2.708 0.726 0 3.136 

 

表 3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出，解释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未超过 0.5,表明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

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表征劳动保护的最低工资调整(Wage)与表征企业绩效的两个指标(ROA、ROE)之间的相关系数

均为正值(0.078、0.024),这初步反映了劳动保护加强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正向影响。 

表 3相关系数表 

变量 ROA ROE Wage Size Lev PP CFO Growth Share1 Share2 Age 

ROA 1           

ROE 0.859 1          

Wage 0.078 0.024 1         

Size 0.042 0.158 0.292 1        

Lev -0.405 -0.081 -0.172 0.276 1       

PP -0.157 -0.153 -0.264 0.017 0.069 1      

CFO 0.271 0.232 -0.046 0.030 -0.133 0.206 1     

Growth 0.239 0.244 0.045 0.098 -0.020 -0.064 0.067 1    

Share1 0.098 0.127 -0.066 0.209 0.037 0.078 0.086 0.022 1   

Share2 0.152 0.095 0.117 -0.092 -0.172 -0.066 0.017 0.047 -0.379 1  

Age -0.224 -0.097 0.108 0.247 0.340 -0.009 -0.087 -0.085 -0.099 -0.32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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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回归及稳健性检验 

表4列出了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结果。其中，ROA和ROE各自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两种回归结果分别由列(1)(2)

与列(3)(4)报告。在所有回归结果中，均采用稳健标准误。由于最低工资标准属于地级市层面数据，因此所有回归在城市层面进

行聚类。另外，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企业经营绩效是城市生产的微观体现，而最低工资标准属于整个城市层面的统计数据，所以，

模型本身不存在反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考虑行业以及年份影响后，ROA 和 ROE 对最低工资标准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008 以及 0.016,均至

少在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经营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支持了假设 1,即最低工资标准上升

所导致的用工成本增加会倒逼企业加大技术创新，进而提升企业经营绩效。 

从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来看，企业规模(Size)、现金流状况(CFO)、成长能力(Growth)、大股东持股比例(Share1)以及股权制

衡状况(Share2)都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企业负债水平(Lev)、固定资产占比水平(PP)以及企业年龄(Age)因

素均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与预期基本保持一致。 

表 4基本回归结果：劳动保护与企业经营绩效 

变量 (1)ROA (2)ROA (3)ROE (4)ROE 

Wage 0.007** 0.008*** 0.019*** 0.016** 

 (2.22) (2.59) (2.89) (2.29) 

Size 0.009*** 0.010*** 0.025*** 0.027*** 

 (11.10) (10.51) (12.09) (12.85) 

Lev -0.108*** -0.105*** -0.132*** -0.134*** 

 (-23.73) (-22.40) (-12.13) (-11.94) 

PP -0.061*** -0.067*** -0.133*** -0.127*** 

 (-15.29) (-13.82) (-13.38) (-11.34) 

CFO 0.184*** 0.178*** 0.348*** 0.342*** 

 (18.35) (18.34) (12.63) (12.99) 

Growth 0.000*** 0.000*** 0.000*** 0.000*** 

 (4.91) (5.02) (5.12) (5.15) 

Share1 0.000
***
 0.000

***
 0.001

***
 0.001

***
 

 (6.65) (6.17) (7.27) (7.33) 

Share2 0.000*** 0.000*** 0.001*** 0.001*** 

 (5.25) (4.47) (4.34)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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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 -0.004*** -0.004*** -0.005** -0.007*** 

 (-3.96) (-5.08) (-2.54) (-3.33) 

_Cons -0.163*** -0.186*** -0.546*** -0.570*** 

 (-5.77) (-5.94) (-7.88) (-7.97) 

N 22741 22741 22741 22741 

YEARFE YES YES YES YES 

INDUSFE NO YES NO YES 

R2 0.292 0.307 0.137 0.148 

 

注：括号内为 t检验值，
***
,
**
和

*
分别代表在 1%,5%和 10%的水平下显著(下表同)。 

表 5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列(1)(2)中，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列(3)(4)中的最低

工资标准调整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列(5)(6)中，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系数依然显著

为正。这些结果均进一步支持和证实了假设 1,即最低工资标准上升会提升企业经营绩效。 

(三)进一步的回归分析 

基本回归与稳健性检验均已证实最低工资标准上升会显著提升企业经营绩效水平，但是，这一作用的大小可能因行业竞争

程度的不同而不同。行业竞争程度体现了企业转嫁劳动力成本的能力，当竞争程度高时，成本转嫁往往难以实现。此时，为了应

对生产成本上升所带来的竞争优势下降的压力，企业更有可能被倒逼通过各种方式提高经营效率。由此可以预期，在优胜劣汰的

市场竞争环境中，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在竞争程度高的行业中应该更加显著。这里以赫芬达尔指数度

量行业竞争程度高低，以中位数为界线，将总体样本分为竞争程度高与竞争程度低两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显示：对竞争程

度高的样本而言，解释变量 Wage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对竞争程度低的样本而言，其结果均不显著，说明最低工

资标准上调能更好地改善竞争程度较高行业中的企业经营绩效。 

表 5稳健性检验 

变量 (1)ROA (2)ROE (3)EBIT (4)Q (5)ROA (6)ROE 

Wage 0.008*** 0.016** 0.007** 0.268* 0.009*** 0.018** 

 (2.71) (2.36) (2.04) (1.87) (2.68) (2.46) 

_Cons -0.186
***
 -0.570

***
 -0.169

***
 17.005

***
 -0.200

***
 -0.581

***
 

 (-7.73) (-10.41) (-5.01) (14.43) (-4.79) (-6.7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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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YEAR NO NO NO NO YES YES 

N 22741 22741 22741 22741 22741 22741 

R2 0.307 0.148 0.231 0.481 0.317 0.159 

 

注：列(1)(2)为更换聚类方式，在基本回归中为城市层面聚类，这里进一步在企业层面聚类；列(3)(4)以企业息税前利润对

总资产的比值 EBIT和托宾 Q值衡量企业经营绩效；列(5)(6)为进一步控制行业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的地位日益重要，在这一现实背景下，探讨企业性质是否对最低工资标准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存

在影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通常更容易得到来自政府的支持，因此，当最低工资标准上升带来经营

压力时，国有企业更有可能获得相应的补贴与扶持。此外，国有企业大多属于垄断性行业，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对其经营状况的影

响也较小。因此，可以预计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对民营企业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参考一般标准，将政府、国有企业以及事业单位作

为实际控制人的上市公司划归国有企业这一子样本，将其余上市公司划归民营企业这一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结果显示：虽然

从 ROE 的回归结果来看，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但 ROA的回归结果显示，民营企业样本下解释变量 Wage 的回归系数在 1%

水平下显著为正，而国有企业样本下，其结果并不显著。因此，总体来看，最低工资标准上升能更好地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绩效。 

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对企业经营绩效的作用是否会受到企业规模的影响呢?相对于小企业，大企业具有更强的竞争优势，其成

本更容易得到转嫁，因此，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所带来的生产成本上涨对其经营活动的影响可能比较小，从而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对

大企业的倒逼效应也就比较弱。同时，大企业的薪酬水平本身就比较高，最低工资调整对其生产成本的影响也比较小。因此，可

以预计，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正向影响在小企业更显著。以企业总资产衡量企业规模，以中位数为界线，将总体

样本分为规模大小不同的两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在小企业中，解释变量 Wage 的回归系数均在 1%水平下显著为

正，而在大企业中，结果均不显著。说明最低工资标准上升能更好地提升小企业的经营绩效。 

(四)机制分析 

构建如下计量模型来检验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机制： 

 

其中，RDi,t为企业创新，以企业 R&D 投入进行度量；Ratioi,t为经营效率，以企业总资产周转率进行度量，总资产周转率越

高，说明企业的代理成本越低、经营效率越好；Xi,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为降低规模效应的影响，分别采用企业总资产与营业收

入对企业 R&D投入进行规模化调整，分别记为 RDSIZE、RDYY。 

机制分析的回归结果见表 6。由列(1)(2)可知：无论是采用总资产还是采用营业收入对企业 R&D 进行规模化调整，解释变量

Wage 的回归系数均在 5%水平下显著为正，即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会显著促进企业增加创新投入。说明最低工资标准上升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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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替代效应”,最低工资标准上升会倒逼企业增加科研投入，用技术替代劳动，提升企业经营绩效。由列(3)可知：解释变量

Wage 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即最低工资标准调整能够显著改善企业的经营效率。说明最低工资标准上升存在着“效

率工资效应”,较高的工资水平能够激励员工更加努力地工作，提高企业经营效率，进而提升企业经营绩效。 

表 6机制分析 

变量 (1)RDSIZE (2)RDYY (3)Ratio 

Wage 0.010
***
 0.010

**
 0.189

***
 

 (5.28) (2.58) (3.25) 

_Cons -0.015 0.029 -1.093*** 

 (-0.93) (1.07) (-2.9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ARFE YES YES YES 

INDUSFE YES YES YES 

N 12896 12896 22402 

R2 0.281 0.416 0.285 

 

五、结论与启示 

以上研究表明：最低工资标准上升提升了企业经营绩效，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竞争程度高的行业、民营

企业、小规模企业，最低工资标准上升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更显著。最低工资标准上升一方面会通过倒逼企业增加科研投

入来提升经营绩效；另一方面，会通过提高企业经营效率来提升经营绩效。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可以得到以下启示：从企业经营绩效的角度来看，最低工资标准上升而引致的人力成本增加并不是我国

劳动力市场不能容忍的现象。最低工资标准上升并不必然因其抬升人力成本、侵蚀企业利润而降低企业经营绩效，相反，最低工

资标准上升会产生倒逼机制与效率工资效应，从而提升企业经营绩效。“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要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而最低工资标准上升有利于提高低收入劳动群体的收入水平，有利于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

配中的占比。因此，政府可以运用最低工资政策来推进共同富裕建设。 

在不同的行业与不同的企业，最低工资标准上升的作用效果是不同的，例如最低工资标准上升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

在竞争程度低的行业、国有企业、大企业并不显著，所以，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也要因地制宜，不能搞一刀切，要尽量考虑地区

差异、行业差异与企业差异，提高政策实施的精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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